
儒学研究的范式转移

        唐文明

儒教与儒学

我用儒教来指称历史上以“儒”命名的古典教化传统。儒教的实质是成德之

教，即教导人修其德性，以进于圣贤之域。周敦颐希贤、希圣、希天的说法，准确

地表述了儒教的根本旨趣。自然地，儒学就是关于如何成为圣贤的学问。

现代以来的儒学研究主要被安置在作为人文学的哲学学科内，其理由在于

传统儒学中非常重视的义理之学可以通过哲学的进路得到重构。然而，这么做的

问题在于，仅仅强调义理系统化之重要性可能会忽略儒教作为教化的根本旨趣；

更有甚者，失去对经典之永恒性的根本认信——在学术活动中表现为以史学代

替经学，即以史学的态度看待经典——所导致的结果是价值的终极基础必然坍

塌，而在没有价值之终极基础作为保障的情况下推进义理系统化极有可能扭曲、

乃至颠覆儒教的根本精神。毫不夸张地说，作为现代中国哲学的儒学在很大程度

上表现为对教化的遗忘，概念化、抽象化仅仅是其表层的问题。

反思至此，我们应当充分地认识到，作为现代中国哲学的儒学最严重、最急

迫的问题，既不是方法论上的以西释中，甚至也不是民族文化之主体性的丧失，

而是教化沦亡的问题。余英时曾提到，即使很久以后再次阅读胡适的《中国哲学

史大纲》，都会为其方案的创造性、新颖性和时代性叹服不已；在他看来，胡适

该书意味着儒学研究的范式转移，其意义相当重大，尽管其中的很多具体内容

未免于粗陋。对此，我们必须明确两点。其一，胡适该书的基本进路是以西方哲

学为本重构中国传统思想，而这一进路的开创者并非胡适，比如在王国维早年

关于中国哲学的论文中，就已经明确地采取了这个进路，而王国维受到日本学

术界重构中国传统思想的进路的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让人慨叹不已的是，王

国维在 1912年东渡日本后以烧毁《静安文集》的激烈行为表达了对早年这一进路

的否定和放弃，而其后一百年的中国哲学恰恰是在他否定和放弃了的进路上展

开的。1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其二，也是最重要的，既然以胡适《中国哲学

史大纲》为代表的儒学重构方案是与教化的沦亡相应而生的，那么，在近百年之

后的今天，在我们充分意识到重新挺立教化之重要性的今天，就应当拨乱反正，

以教化的立场重新构想儒学，就是说，再次提出儒学研究的范式转移的问题。

1 参加唐文明：《辛亥革命以前王国维论哲学与人文学的分科》，载《云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 6期。王国
维始终没有认识到经学的重要性，他的改变只是意味着从“以哲学代经学”的思路转向了“以史学代经
学”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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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的处境中提出儒学研究的范式转移的问题，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坚持

教化的立场。我用“教化”一词来指称人类历史上形成的种种为人提供安身立命

之所的精神与实践传统。析而言之，一个成熟的教化至少包含以下几个要素：经

典、制度、义理、传统。2其中特别要提出的是，既然教化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

那么，教化所宣扬的价值必然达乎终极，至少被认信者认定为永恒价值。以此义

衡之，一般我们狭义上所说的“宗教”，以强调来世生活的重要性为特征，属

于教化的一类。儒教显然不是这种来世宗教，但像过去一些佛教徒以儒教为“现

世教”的说法也未能很好地彰显出儒教的根本特征。

如果说一般狭义上所说的宗教都可以称之为来世教的话，那么，儒教则是

一种后世教，因为儒教非常注重子孙，往往将个人生活的希望寄托于子孙，从

而是一个非常注重后世的教化。就此而言，教化可以分为来世教和后世教。在这

一区分中，关键不在于各自是否有神的观念，而在于对于未来的重视方式和把

握方式上的差异。比如说，儒教有天、地及诸神的观念，而犹太教大概也可以归

于我所谓的后世教。这种划分就与我们过去将儒教与宗教区分开来的方法不一样

是一种更为恰当的划分方法，可以避免过去关于儒教到底是不是宗教的无谓争

论。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教化可以分为启示教与人文教。同样，启示教与人文教

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有神的观念，而在于教化精神的落实主要侧重于神的启示

的一面还是主要侧重于人的觉悟的一面。所以，启示教可以合理地称为神道教而

与人文教相对而言。就此而言，儒教、道教、佛教都是典型的人文教，而与作为启

示教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呈现出明显的差异。3

依据教化所包含的实际内容来构想儒学，应当包含四个必不可少的门类：

经典儒学、历史儒学、系统儒学和实践儒学。以下简要分说这四个门类。

经典儒学的重新挺立

近代以来儒学研究的范式转移应当从经学的解体与人文学的兴起说起。从胡

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这一儒学研究之范式转移的代表性著作我们可以明显地

看到，一方面，胡适是以西方人文学传统中的哲学来重新整理中国传统的思想；

另一方面，亦不可轻忽胡适该书书名中的“史”的重要性，即传统思想被作为

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被安置于历史学的学科里。就是说，中国哲学史要么属于哲

学，研究的是中国哲学自身的历史，要么属于历史学，归属于作为专门史的思

想史。经学解体之前的四部分类虽然首先是图书分类法，但亦有学科分类的意思

2 德国启蒙思想家、特别是黑格尔的教化概念具有明显的历史主义倾向，即认为教化是人类文明化——也
就是历史进步——的结果。我在这里使用的教化概念则没有任何历史主义的预设。
3 这种差异既体现在工夫论上，也体现在圣言的概念上。启示教所谓的圣言是上帝之言，如基督教认为其
圣经为上帝之言（holy words），人文教所谓的圣言则是圣人之言，如孔子“畏圣人之言”及“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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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古典教化传统的儒教，与其相关的研究涵盖经、史、子、集四部，特别是其

中的经部、子部和史部。而在近代人文学的兴起过程中，对儒教的义理和历史方

面的研究则主要采取哲学和历史学的进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是历史学获得

了领导性的地位，也就是说，占据了过去经学所占据的地位。

在西方，现代人文学的兴起与启蒙主义信念有密切关系，即认为人文学可

以承担教化的功能。此义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言之甚明。伽达默尔明确地

指出，人文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教化，因而与历史和传统中所承载的真理——此

真理当然是关于文化、价值等方面的精神真理——有密切关系，或者干脆直接说

人文学即以阐明传统所承载的真理为根本旨趣，因此人文学本质上必然是诠释

学。他由此点明，在人文学中，比方法更重要的是真理，这正是该书题名之命意

所在。

但是，如果我们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思想变迁形势和西方做一笼统比较

则发现有明显的差异。首先，由于处境上的特殊性，现代中国人文学被赋予的首

要使命并非教化，而是政治，更直接地说是革命。这一点特别表现于历史学，故

有革命史学之说。王国维曾经对此有过反思，但从实际的情况来看，人文学的主

流更多地表现为对传统的批判乃至彻底否定，以接续传统中的文化价值的人文

学研究不仅不占据主流，最多只是发出了一些“执拗的低音”。其次，现代西方

人文学的兴起所针对的是在西方社会影响巨大的教会传统。就是说，西方人文学

的实践结构是以教会传统的存在为基础的，人文学既不是起源于也不带来对教

会传统在制度上的彻底破坏，甚至我们可以将之整个倾向概括为对真理之教会

化表达的理性反思。而现代中国人文学的实际处境则是以精神真理得以落实的社

会制度的崩溃为前提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文学的反思实际上从一开始就不可能

有正确的方向，也不可能在批判的路上保持必要的节制。质言之，经学的解体使

得现代人文学即使有接续传统中的教化真理的企图，也不可能真正守护住传统

中的教化真理。实际上，近年来中国哲学界讨论过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就是

现代中国人文学危机的最明显不过的征兆。当历史学还在方法论的傲慢中继续昏

睡的时候，哲学怀着理性的谦卑发现了根本的问题所在。

在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中呈现出来的以哲学接引古典教化思

想的危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方法论的暴力，即指一味地用西方哲学的概念

和思想来诠释中国传统思想；价值的无根性，即无法确立价值的根基，从而对

价值的认信呈现相对化；体验的缺失，即古典教化思想被以抽象的哲学论述所

主导，而与人的精神状态无关，用传统的话语来说，就是工夫论的缺失；文化

主体性的丧失，此一点关联于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而言。这四个方面彼此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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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根本症结在于对两千多年来一直认可的经典缺乏认信的态度，因此本来蕴涵

于经典中的真理无法通过人文学的研究得到合理的呈现。

历史学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一样，甚至更为严重。就其方法论而言，历史学强

调的是实证研究，但历史学作为人文学中最基础的学科本身就与永恒真理的理

念相龃龉，其对于实证方法的强调从一开始就拒斥任何永恒真理的理念。从实际

展开的形态来看，中国现代历史学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倾向，一是以王国维为代

表的证古史学；二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史学；三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革命

史学。三者皆以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为标榜，但在根本的精神旨趣上第一种与第二

第三种大不相同，而后二者皆为革命张目也是不待多言的。且不谈疑古史学与革

命史学的问题，就是对于证古史学，我们也应该看到，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最终

必会将真理废黜，即使其初衷是为了以证明的方式来呈现真理。

文学研究向来以哲学和史学为基础，所以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一样的。总而

言之，没有经学，人文学就没有归宿，因为人文学的根本旨趣在于精神真理，

而科学的方法最终必会将教化传统中承载的真理废黜。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恢

复经典的地位和对经典的内部研究。我所谓的经典儒学，即在认信的基础之上对

儒教之经典的研究，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学。没有经典儒学的重新挺立，在人

文学的范畴里展开的儒学研究必然每况愈下，不仅难免于支离汗漫，而且必渐

趋于干枯僵化。经典儒学的研究必以认信的态度为基础这是不必多言的，即依据

经典和历史，承认一个道统的存在。但这并不妨碍在对经典的具体研究中能够且

应当采取理性的方法，特别是历史的方法。

历史儒学的重新指向

由于教化在自身的开展过程中呈现为历史，呈现为传统，所以历史儒学就

是儒学的一个必要门类。历史儒学研究儒教在历史上展开自身的过程，特别应以

与儒教有关的制度的历史变迁和儒学思想的历史变迁为中心。历史儒学当然仍要

坚持教化的立场，就是说，历史儒学所研究的是关于儒教的历史知识，而所有

这些历史知识最终都服务于儒教的继续开展。需要说明的是历史儒学与一般意义

上的历史研究之间的区别。一方面，历史儒学与一般所谓的儒学史并不完全重叠

儒学史的写作如果是基于认信的态度，那么，这构成历史儒学的一部分；历史

儒学还应特别关注与儒教有关的制度的历史变迁以及站在儒教立场上写作的历

史；另一方面，历史儒学当然也不能等同于中国历史，因为儒学无论就其思想

的本质还是历史的真实而言都是一个超越民族、超越国家的教化传统。概而言之

历史儒学倒是和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比较接近，而与现代以来的新史学传统不

相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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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儒学的重新定位

既然作为教化传统的儒教必然包涵以系统化为基本要求的义理之学，那么

系统儒学就是儒学的一个必要门类。系统儒学是指将儒学思想系统化的理论研究

既然道统有其神圣的来源并历时性地展现自身，那么，道统就一定有能力向每

一个时代学习，同时也有能力向每一个时代提出挑战。而在思想或哲学层面对道

统的系统化理解，正是着意于道统与时代之间的关联。就是说，系统儒学立足于

道统，着眼于时代，力求在思想或哲学层面对道统进行系统化的理解，呈现出

道统的时代关切，或者说其关切的是经典与时代的关联问题。从人们对于理论的

系统化努力的一个常见的误解来说，系统儒学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无历史的、永恒

的思想体系——实际上只有经典中蕴涵的真理才堪称永恒，而是要考虑经典中

蕴涵的永恒真理在某个特殊的时代如何系统化地呈现的问题，更直白一点说，

系统儒学要考虑的是如何调动儒学的精神和文化资源解决某个时代的重大现实

问题。

系统儒学往往关联于教化得以展现自身的制度和服膺教化者的团体生活。与

此相关，系统儒学自然会形成传统，而这些传统也构成经典自身历史的一部分。

我们不可轻忽传统，尽管传统的权威不应当凌驾于经典的权威之上。

实践儒学的重新开展

既然儒教是一个教化传统，那么，实践与落实就是其根本的目的。于是，实

践儒学也是儒学的一个必要门类。实践儒学必须从传道者的实践经验出发去加以

建构，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说，成立儒教团体的问题、读经问题以及儒教礼仪的

重建问题，是最为重要、最为紧迫的。

近代以来，过去承载着儒教的制度逐渐解体。与儒教的落实有着密切关系的

科举制、君主制相继废除，传授儒教思想的学校、书院也逐渐消亡。在失去了制度

化形式的情况下，儒教沦落为精神游魂。但教化必须有赖以落实的制度。既然如

此，儒教复兴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重新考虑其制度建设。在制度建设的问题上，

首当其冲的就是儒教团体的成立问题。儒教团体的成立可以采取书院的名称，但

自然已经不可能是古代意义上的书院。直面当下的时代和实际处境，如何建立新

式的、以经典为基础的书院，是当下实践儒学应当考虑的重要内容。

与此相关的是读经问题。大略而言，读经包括经典的讲读与经典的分享。经

典的讲读需要专门的经师，从文字训诂、历史考据、精神义理、现实关联等多个方

面展开对经典的诠释。经典的分享主要是指服膺经典者聚在一起，分享自己在学

习经典过程中的生活体会，其主题可用“经典与生活”来概括。在读经问题上，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就是除了儿童读经之外，还应当提倡成人读经。儿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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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与古代学校制度有直接关系，在现在的处境下，仅有儿童读经是无法承担教

化落实的使命的。要想以经典重建社会，没有成人读经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任何一个教化来说，礼仪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落实方式。因此，礼仪重

建应当是实践儒学重点考虑的内容。当前礼仪重建的重点一方面应当放在祭祀孔

子的释奠礼上，另一方面应当放在与一般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面，比如宋代

以来比较注重的家礼，特别是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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